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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几乎可以这么说， 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建制化过程， 同时也是其研究领域和取径不

断固化的过程。 个中原因颇为复杂， 但以施拉姆为尊的美国传播研究成为学科主流范式无疑起到了推

波助澜乃至语定乾坤的作用， 以致有人检索后发现： 自 “第三人效果” 假说之后传播研究已数十年无

重大进展， 沦为在学科内部自我精耕细作的 “专业游戏”。 不过， 传播学者可能会聊以自慰： 经济学、
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貌似都陷入了这样的困境。 所以，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反

思， 而沃勒斯坦 （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 甚至提出要 “否思” （ ｕｎ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而非 “反思” （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对经验的和具体的主流研究给予猛烈批评。

对于这种学科困境， 社会学者布洛维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ｕｒａｗｏｙ） 开出的药方是大力主张公 共 社 会 学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强调理论知识的 “介入”。 他本人也身体力行， 在匈牙利、 俄罗斯等地努力实践。
布洛维的公共社会学主张对传播研究的革新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或者该说 “走向一种公共传播学” 是

传播研究的应有之义。 何出此言？ 一则是传播 （媒介） 自身的属性使然。 自大众传媒时代启幕， 传媒

作为社会公器的属性便日益凸显， 而一旦被绑架、 被误用， 其负面影响就绝非停留在一个机构内部，
而是有可能挑战社会底限， 如陈永洲事件即是如此。 二则是传媒深具公共性的功能召唤。 从规范层面

上， 传媒应当向公众开放， 成为理性探讨、 整合公共利益的平台。 这无疑也是泰勒这样的学者， 或者

在电视上亮相的知识分子， 乃至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共同的愿景。 如何实现、 如何做得更好， 任重而

道远。

———主持人： 洪长晖

媒体·企业·公共性
——— 《新快报》 事件引发的新思考

郜书锴　 白洪谭

摘　 要： 在媒介形式演进的历史进程中， 媒体与企业的关系随之几经变化， 大致出现了两个方向， 一

是在资本合谋下其乐融融、 和平相处， 二是在新旧媒体领域中剑拔弩张、 刀兵相见， 这两个方向都偏离了

媒体与企业关系的正常状态， 削弱甚至掣肘传媒公共性的实现。 而市场化的当下， 媒体与企业的关系又面

临着媒体权力寻租、 企业恶意利用、 媒体与企业合谋等重重压力。 因而， 建立良好的媒企关系应当遵循四

个基本原则： 媒体应对负外部性保持警惕， 企业应对媒体监督多些包容， 媒体与企业之争议应回归事实，
媒体与企业之合作应恪守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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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金秋时节， 《新快报》 事件震动了新闻界乃至全国多个行业。 １０ 月 １９ 日， 广州 《新快报》
记者陈永洲因报道上市公司中联重科的财务问题而被长沙警方刑事拘留。 １０ 月 ２３ 日， 《新快报》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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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喊话” 《请放人》， 就陈永洲被刑拘事件发表声明并呼吁长沙警方放人。 当日， 《新快报》 的呐喊成

为热议话题， 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引起激烈讨论。 １０ 月 ２４ 日， 国内和国外的一些报纸刊文声援 《新快

报》， 当日 《新快报》 再次 “喊话” 《再请放人》， 中国记协发表声明表示对该事件高度关注， 《新快

报》 事件持续发酵。 １０ 月 ２６ 日， 长沙警方称 《新快报》 记者陈永洲坦承受人指使而发表了对中联重科

的失实报道， 陈永洲于 １０ 月 ３０ 日被批准逮捕。 《新快报》 于 １０ 月 ２７ 日在体育娱乐版角落刊登致歉声

明，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在 １１ 月 １ 日更换 《新快报》 的总编与副总编辑。 此时， 中联重科与 《新快报》
的恩怨暂时告一段落。 无独有偶， 就在 《新快报》 事件之后， １１ 月 ５ 日， 农夫山泉进京举报 《京华时

报》 ７ 个月之前对企业所做的虚假报道， 又一场媒体与企业的战争烽烟再起。
或为功利， 或为公益， 媒体与企业剑拔弩张、 刀兵相见， 企媒关系迎来残酷时期。 媒体与企业热战

使得传媒公共性的问题又重新被提起， 我们需要冷静思考： 传媒、 企业与公共性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

关系。
对于传媒①研究来讲， 公共性是学界一直关注的话题。 陈韬文、 黄煜等学者曾在 《传播与社会学

刊》 上撰文指出： “传媒的公共性是传媒研究的核心议题， 其关注的核心无非是传媒如何可以成为社会

开放、 平等、 理性的平台， 以及如何可以让公共利益通过商议而得到体现” ［１］ 。 因此， 在应然层面， 传

媒的公共性要求一种独立而开放的公共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 任何人都有机会平等而理性地探讨公共

问题②， 作为传媒主体的媒体， 其职责在于引导个体公众思考那些对公共利益来讲最有价值且最需要讨

论的议题。 但是传媒并非超然于社会结构的独立体系， 它也根植于复杂的社会结构之中， 于是在实然

方面， 传媒的公共性不断受到来自各方的冲击与挑战。 除了政府和公众这两种因素之外， 来自企业及

其资本逻辑对传媒公共性的影响也是非常重大的， 在这个层面， 传媒的公共性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
其一是作为文化产业的传媒本身被纳入资本逻辑的体系， 这 “意味着大多数符号形态是在资本主义市

场竞争和交换的条件下， 以商品的形式被生产、 分配和消费的”， 而在资本逻辑下， 两种权力形式的影

响最大， “一是作用于传媒结构的权利形式； 一是作用于传媒表现 （由经济行动者） 的权力形式” ［２］ 。
其二是作为劳动者的传媒内容生产者在现代社会的劳资关系中境遇欠佳， “劳动者在液态现代的进一步

弱势， 当资本与劳动者发生冲突的时候， 劳动者能够与资本 ‘讨价还价’ 的能力已经变得很微弱” ［３］ 。
而作为媒体内容生产中重要一环的记者也面临着来自资本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压力。

因此， 传媒的公共性一开始就徘徊于媒体的话语权和企业的资本权力之间， 而媒体的进化也不断

影响着两者的相互关系。

一、 历史回眸： 媒体与企业的生死沉浮

媒体与企业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随着传媒环境和政治经济条件的改变而悄然发生着变化。
在我国， 自改革开放以来， 媒体与企业的关系发生了三次较为明显的变化， 出现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 媒体决定企业生死。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上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我国的传统媒体处于 “皇
帝女儿不愁嫁” 的卖方市场， “平面媒体与电视媒体广告资源普遍短缺， 电视台高高在上， 报纸广告需

要排队” ［４］ ， 在此情形下， 媒体对企业有着绝对的优势。 虽然这一时期， 企业的公共活动由 “茁壮成

长” 到 “姹紫嫣红” （余明阳）， 但媒体拥有着更大的权力， 企业看到并相信媒体拥有 “皮下注射” 般

的强力效果， 纷纷迎合媒体。 这一阶段， 央视广告招标标王横空出世， 并不断被新的记录所刷新。 吴

晓波在 《大败局 １》 中曾提到央视 １９９４ 年的广告标王对一个普通的白酒企业 （孔府宴酒） 带来的影

响， “就是一场竞标会， 一个 ３０７９ 万元的数字， 让一切秩序在瞬间崩溃， 标王如一只巨大的手掌把弱

３

①

②

传媒是对媒体及其产业的一个概括， 在讨论公共性时， 本文使用了传媒而非媒体是为了把传媒产业和具体的媒体形式加

以区分。
在 《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 一文中， 汪晖教授总结哈贝马斯在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中的公共领域的

基本原则是参与性的、 平等的和理性的对话， 这也是应然层面公共领域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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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宴酒 （孔府宴酒） 托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 ［５］ １９９５ 年， 秦池以 ６６６６ 万的价格拍得标王， 而

在 １９９６ 年， 秦池更是拍出了超过 ３． ２ 亿的天价。 然而， 企业的付出在当时还不能唤起媒体战略合作的

意识， 央视与秦池是在做一场彼此心照不宣的快乐游戏［５］（１２） 。 １９９７ 年， 《经济参考报》 报道了川酒入

秦池的负面新闻， 秦池在传媒一轮轮的打击中无力还手， 而昔日的合作伙伴也保持高傲的冷漠， 最终

秦池一蹶不振， 淡出了公众视野。 同样在 １９９７ 年， 史玉柱的巨人集团也遭到媒体的 “新闻封杀”， 同

年巨人营销机构垮掉， 而遭此失败的史玉柱在接受采访时也坦言要从头开始学习， 并 “尽力改善和媒

体的关系”。［６］经历这一阶段， 企业对媒体在经历了防、 躲、 拒之后开始转向主动沟通， 企业开始进入

媒体公关时期。
第二阶段， 企业积极展开公关。 进入 ９０ 年代末， 我国的公共关系进入职业化发展时期。 企业看到

了媒体的巨大威力， 纷纷积极采用各种渠道和媒体搞好公共关系。 而此时的媒体正在经历意义深远的

变革， 一方面传统媒体的发展使得企业的广告活动有了多元的选择， 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使

企业获得了自主推广的机会。 此时， 各类公共关系层出不穷， “企业如何利用媒体”、 “企业如何与媒体

打交道”、 “如何利用媒体进行危机公关” 等话题红透大江南北， 媒体与企业走进了表面其乐融融的时

期。 而这种在公关话语体系下的 “媒体－企业” 关系有时会偏离公共关系的精神， 媒体与企业成为利益

共同体， 而随着媒体买方市场的到来， 媒体与媒体从业人员也出现了 “媒体寻租” 的现象， 各种各样

的广告公关充斥着媒体。 企业通过广告投入而对媒体的新闻决策造成影响， 一方面 “媒体选择和制作

的新闻要能吸引最大量的可能购买广告产品的受众”， 另一方面， “媒体要用新闻内容制造一种对广告

有利的环境，” ［７］而这两方面都会影响媒体的公共性。 从我国的媒体实践来看， 媒体对自身广告商的批

评较为谨慎， 而对其他广告商的批评则可能更加严厉。 在此情境下， 央视批评苹果和星巴克的价格垄

断就在网络引发了争议。 公关至上的思维在美国也有同样的表现， “随着媒体数量的增加， 公关关系产

业繁荣起来 （Ｍｉｌｌｅｒ， Ｄｉｎａｎ ２０００）， 公共关系领域的雇员数超过了记者的人数” ［８］ 。
第三阶段， 媒体企业对立相持。 在 ２０００ 年之后， 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和社会化媒体的出现， 传统

媒体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再度发生变化。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 企业获得了和传统媒体相接

近的话语权力， 在新媒体上， 企业的资本权力也很容易快速转化为话语权力， 资本的影响力逐渐凸显。
当企业受到媒体的批评时， 企业也利用资本优势组织大量水军并通过微博、 微信等煽动网民对媒体进

行反批评。 而此时， 企业的广告投入也逐渐多元化， 新媒体平台成为企业争夺的又一个战场， 而传统

媒体面临着数字化转型中的生死存亡时刻。 ２０１３ 年春夏之交， 《京华时报》 连续 ２７ 天动用 ６７ 个版面批

评农夫山泉， 而后者除利用其他媒体进行反驳之外， 也利用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与 《京华时报》 直接展

开了正面交锋； 而在 《新快报》 陈永洲发表不实报道， 批评中联重科之后， 后者也迅速做出回击。 企

业与媒体进入了相互对立、 相持的新阶段。

二、 现实观照： 媒体与企业的利益纠葛

不管是沆瀣一气还是剑拔弩张， 都并非媒体与企业关系的正常状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在媒体

与企业的关系演变过程中， 旧的问题没有解决， 而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 这些问题至今仍困扰着复杂

的媒企关系。 阐明并解决这些问题， 还需回归传媒公共性的本质上来。 传媒的公共性是保证传媒社会

公器属性的核心因素， 传媒公共性的价值规范包括 “公开性、 公益性和理性批判性” ［９］ 等三个方面， 传

媒公共性的这三个层面对媒体批评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媒体有公开批评企业的权力， 但也要给企

业以申辩的权利； 媒体对企业的批判要符合公共利益； 媒体应该多些理性的探究而非感性的批评。 早

在 １９９３ 年， 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原所长徐人仲在 《经济新闻学初探》 一书中指出， “经济记者要有大无

畏的气概， 勇于批评”， 并且 “要坚持为 ‘公’ 而采写批评性经济新闻的原则” ［１０］ 。 但从此后 ２０ 年的

实践看， 仍有一些因素影响着传媒与企业的关系， 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 媒体权力寻租。 媒体能够设置议程， 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而且对于企业来讲， 媒体构成了除

政治和市场之外的又一种重要资源， 这为媒体寻租提供了机会。 从实践来看， 媒体寻租既可以表现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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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偿新闻， 也可以表现为有偿不闻。 有偿新闻是指部分媒体或部分媒体从业人员为了广告费、 赞助费

等利益对企业进行不实的宣传， 进而扰乱了正常的经营秩序， 同时夸张的甚至虚假的宣传也会损害消

费者的利益； 有偿不闻则是部分媒体借助舆论监督之名而行索取利益之实， 有的企业真正存在问题，
但因为支付了 “封口费” 而躲过了媒体的曝光， 还有的企业本身并不存在问题， 只是对媒体的影响力

心有忌惮， 因而 “破财免灾”。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新闻出版总署通报了在河北蔚县矿难瞒报事件中违法违规

的媒体工作人员及其处理情况， 在此事件中， ８ 家媒体和 １０ 名记者陷入 “封口门” 并受到不同程度的

处罚。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中央电视台 《焦点访谈》 在 《蹊跷的 “采访” 》 一期节目中， 曝光了李德勇在连

云港进行新闻敲诈一事， 在栏目中也反映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 很多企业虽然明知有敲诈嫌疑， 但

是 “不愿得罪人” 而赔笑面对媒体工作人员， 还有企业对拿钱应对记者已经轻车熟路。①

部分媒体的权力寻租现象使得媒介公器成为追求一己之私的工具， 而此时媒体公共性所要求的

“促进整个经济、 政治、 社会和文化决策过程中的平等和最大可能的参与” ［１１］ 已然遭到破坏， 媒体在权

力寻租的同时也丧失了自己的公信力， 影响了自身在企业中的形象。 而随着劳资关系在现代社会的改

变， 作为一种劳动力的记者， 在资本面前更加卑微无力。［１２］从 “无冕之王” 到 “新闻民工”， 从 “铁饭

碗” 到 “高危行业”， 中国记者境遇渐差。 张志安副教授调侃道： “过去记者是干部， 下乡采访宛若领

导； 后来记者是朋友， 跑发布会拿通稿顺带收红包； 再后来记者是敌人， 批评报道、 防火防盗……这

些都不是记者的全部。 记者就是记者， 报道事实、 接近真相， 带点理想、 更多庸常。”②

其二， 企业恶意利用。 除了媒体寻租， 媒体与企业的不正常关系还包括企业恶意利用媒体。 媒体在

报道新闻时要求时效性， 因而不能仔细地对所报道问题的方方面面进行深入考证， 而企业也看到了媒

体时效性与精确性的这对矛盾， 精心策划事件吸引媒体充当 “打手”， 媒体以为是做正常的经济新闻报

道， 但不经意间却沦为大企业互相争斗的工具。 《新快报》 陈永洲事件曝光之后， 中联重科及其竞争对

手的矛盾也逐渐浮出水面， “尽管陈永洲案还在侦查过程中， 外界尚不知陈永洲接受了何人指使， 竞争

企业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但中联重科与竞争企业延宕多年的恩怨情仇再次走入了聚光灯”③。 而同

样的疑问也出现在农夫山泉与 《京华时报》 之争中， 农夫山泉之所以质疑 《京华时报》， 既因对媒体批

评的不满， 也因 《京华时报》 和水生产企业的一些合作关系。④

另外， 公共关系的勃兴也为企业提供了很多利用媒体的手段， 在很大程度上， 这些操作手段偏离了

公共关系的实质， 而且指导公共关系的 “泛滥的功利主义还可能消解公关行业的价值理想和终极追求，
导致从业者意义的坍塌和人格的异化。” ［１３］

其三， 媒体与企业合谋。 媒体与企业第三种非正常关系即是合谋关系。 我国在 ９０ 年代中期尝试媒

体的双轨制， “事业性质、 企业化运作” 成为媒体双轨制的具体运作模式。 于是 “中国的传媒业长成了

‘计划的脑袋’ 和 ‘市场的肚子’， 不得不在事业和企业之间小心翼翼地像走钢丝那样寻找平衡。” ［１４］ 但

是随着媒体的增多， 对广告资源的竞争也日渐激烈。 媒体与企业在资本问题上寻找到了共同点， 并结

成某种程度的资本合谋。
媒体与企业的这种合谋既有有意的合谋也有无意的合谋， “传媒业在市场化的进程中， 可能会陷入

利益集团的包围圈， 并逐渐为某些利益集团所影响和控制， 或者自身转变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 ［１５］ 。
和企业一样， 媒体的逐利也和其传播信息的公共性之间存在着矛盾， 于是媒体与企业这种其乐融融的

合谋背后留下了损伤公共性的隐忧。 在资本逻辑之下， 媒体对广告投放企业的批评多有回避。

５

①
②
③

④

央视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ｎｔｖ． ｃｎ ／ ２０１３ ／ ０２ ／ １８ ／ ＶＩＤＥ１３６１１８９８８６０５０９５７． ｓｈｔｍｌ．
新浪微博， ＠ 张志安， ｈｔｔｐ： ／ ／ ｗｅｉｂｏ． ｃｏｍ ／ ｆｕｄａｎ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ａｎ．
腾讯财经， 中联三一争斗始末： 中国式竞争致两败俱伤，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ｑｑ． ｃｏｍ ／ ａ ／ ２０１３１１０４ ／ ００３７０６． ｈｔｍ， 在案件侦查

中， 不能臆测三一重工在此事件中发挥着作用， 但是根据央视的曝光， 陈永洲确系受人指使而发表了不利于中联重科的报道， 故

在正文引文中， 隐去了三一重工的名称。
观察者， 《京华时报》 咬农夫山泉 是为京华小蓝帽多卖水？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Ｍｅｄｉａ ／ ２０１３＿ ０５＿ ０７＿ １４３０３９． ｓｈｔ⁃

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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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未来方向： 媒体与企业的公共愿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媒体与企业呈现曲折复杂的关系史， 媒体与企业的爱恨情仇， 恩怨瓜葛都与

媒介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以往谈及媒体与企业的关系， 我们多以企业为本位， 探讨企业如何

利用媒体， 如何处理与媒体的关系。 这些在公共关系视域下的研究其实遮蔽了正常的媒体与企业的关

系。 在 “企业如何应对媒体” 的话语中， 媒体或为 “天使” 或为 “魔鬼”， 而这都偏离了媒体本身的

权力与义务。 展望未来， 回归正常的 “媒体—企业” 关系， 我们既需要从传媒公共性的角度思考媒体

在企媒关系中的角色与责任， 又需要跳出公共关系的思维去思考企业面对媒体时的身份与态度。 基于

此， 要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 媒体应对负外部性保持警惕。 媒体对企业有监督的权利和义务， 但是媒体在批评企业的同

时， 对自身的权力也应该有所警惕， 如果媒体在 “采取行动或决策时没有把可能的成本或效益纳入考

虑” ［１６］ ， 那么媒体除利用事实影响读者之外， 还可能要承担对第三方负外部性的后果， 而这个第三方就

有可能是企业的合法层面。 在很多媒体为 《新快报》 记者陈永洲呐喊时， 中联重科 ＡＨ 股价均受到影

响，① 而在央视报道 《新快报》 记者陈永洲承认自己受人指使而发表不实报道之后， 中联重科的 ＡＨ 股

大涨。②

媒体的报道可能只是议题的一个方面， 但是这种报道很容易引起框架效果， 受众或消费者往往通

过媒介报道的框架来评估企业， 这对企业的杀伤力未免太大。 逐利是企业的天职， 媒体作为社会公器

有必要且有义务对企业逐利过程中的不法行为进行披露， 帮助创造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但对企

业合法的行为要保护， 不能把批评扩大化， 更不应该带有情绪的非理性煽动， 要给予企业一个改正的

机会。
第二， 企业应对媒体监督多些包容。 而作为企业， 要对媒体的监督多些包容。 同样， 媒体也非圣

贤， 也可能会犯错误， 但需要看到这些错误是在 “为公” 还是 “为私” 的出发点上。 媒体或媒体从业

人员若出于一己之私而进行错误的报道， 那么需要接受相应的惩罚， 若出于 “公共性” 的考虑， 则需

要社会和企业给予一定的宽容。 当然， 这并非意味着媒体不承担责任， 而是希望社会也给媒体一个改

过自新的机会， 而这种机会对于维护言论和思想的活力弥足珍贵。 １９２３ 年， 美国伊利诺伊州法院审理

了 《芝加哥论坛报》 失实案， 该报在报道芝加哥政府破产时存在失实的情节， 但最终法院判 《芝加哥

论坛报》 无罪， 并留下了影响深远的判词： “宁可让一个人或报纸在报道偶尔失实时不受惩罚， 也不得

使全体公民因担心受惩罚而不敢批评一个无能和腐败的政府。” 而对于涉及企业的财经新闻或经济新

闻， 我们依然要有这样的信念， 为了公众的利益和一个有序的市场秩序， 我们宁可给予媒体以宽容和

自由。
对于社会的进步来说， 批评是一种宝贵的精神， 但是现在媒体也面临着政治和资本的双重压力， 传

统媒体在苦苦追寻转型之路， 很多报社的资本仅够勉强经营， 媒体共同体的内部也出现了分化。 此外，
一些媒体从业人员的污点行为也使得媒体深陷 “塔西佗陷阱”， 媒体的公信力受到空前的损害， 媒体迎

来了 “艰难岁月”。 媒体一方面要自律， 另外也需社会给予良好的外部环境的支持。
第三， 媒体与企业之争议应回归事实。 媒体和企业难免会出现争议， 这也是媒体和企业关系中不可

避免的情况， 因为企业和媒体在社会上都有自身的角色和价值， 其自身也会出现各种错误， 这些错误

需要监督、 批评以至受到法律的处罚， 但是这种监督和批评必须严格限定在法律的框架之内， 就事论

事， 而非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

６

①

②

新浪财 经， 中 联 重 科 ＡＨ 股 价 均 大 跌 质 疑 公 司 造 假 记 者 遭 刑 拘，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ｓｔｏｃｋ ／ ｇｕｊｉａｙｉｄｏｎｇ ／
２０１３１０２３ ／ １３３４１７０８４８６２． ｓｈｔｍｌ．

新浪财经， 新快报记者承认收钱诋毁中联重科， ＡＨ 股齐大涨，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ｓｔｏｃｋ ／ ｇｕｊｉａｙｉｄｏｎｇ ／ ２０１３１０２８ ／
０９３７１７１３４６３９．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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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４ 日， 农夫山泉派员赴京举报 《京华时报》 针对该企业的 ７６ 篇报道为虚假新闻。① 对

于企业来讲， 这是一次正常的主张权利的行为， 事件的结果也必然会引起学界与业界的关注， 但是我

们希望看到的是双方能够回归事实本身， 在法律框架之内解决问题； 更希望看到双方并非为一己之私

而争斗， 在可能出现的输赢、 双赢或者双输的结果之外， 需要告诉那些被封为 “上帝” 的消费者和受

众， 在饮水方面， 什么才是健康的， 符合公众利益的选择。 而同样， 《新快报》 陈永洲在接受相应的法

律惩罚之外， 还需要澄清他所报道的针对中联重科的新闻哪些是虚假的， 这样不仅是对中联重科负责，
更是对公众的知情权负责。

媒体与企业的关系也需要第三方来仲裁， 在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农夫山泉与 《京华时报》 争议中， 双方

都动用了各自所能发动的资源优势， 各抒己见且又自说自话， 最终都受到了损耗， 结果不了了之。 而

中联重科受到媒体的不公待遇之后， 也非立刻与媒体、 记者对簿公堂， 而是求助于公权力的帮助， 以

刑事案件的方式介入企业与媒体的名誉纠纷， 也反映了企业在与媒体交流中的无奈。
第四， 媒体与企业之合作应恪守责任。 媒体与企业的关系， 或为利益共同、 亲密无间， 或为反目成

仇、 极端对立， 这些都不是媒体与企业关系的常态。 正常的媒体－企业关系应该是各司其职， 媒体应该

以其社会公器之定位为安身立命之本， 通过真实、 客观、 负责任的新闻来塑造自己的公信力和影响力。
而企业也应该以公平竞争和诚信经营为安身立命之本。 媒体和企业应该有适当的距离， 如学者尼古拉

斯·加纳姆所说， “大众媒介领域经济与政治的根本冲突不可能解决， 因此， 政治任务就是在两者之间

取得一种历史性的恰当平衡” ［１７］ ， 这种平衡和距离提醒媒体出于公共性而非企业的广告支持或其他因素

的影响而对企业予以支持或批评， 而企业也不必过分思考如何朝向媒体而发动一系列出格的媒体公关。
纵观媒体与企业的关系史， 我们应该对媒体的权力寻租、 企业的恶意公关和媒体与企业的非正常

合谋与对抗保持警惕， 并不断在公共性的前提下保持媒体与企业的距离。 媒体与企业都是社会有机体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回归正常的媒企关系， 不仅能保证有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媒体， 也会带来一个自

由而负责任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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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张甫涛． 表达与引导 ［Ｍ］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１０９．
［１６］ 查尔斯·埃德温·贝克． 媒体、 市场与民主 ［Ｍ］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５７．
［１７］ 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 克里斯·纽博尔． 媒介研究的进路 ［Ｍ］ ． 汪凯， 刘晓红，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３０３

－３０４．

７

① 新浪 财 经， 农 夫 山 泉： 已 派 员 上 京 举 报 京 华 时 报 ７６ 篇 虚 假 报 道，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ｃｈａｎｊｉｎｇ ／ ｇｓ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３１１０４ ／ １００４１７２１２３３６．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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